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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

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

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

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中，忽视中

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

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也更加开放地构建我们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

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同时，更有效地进入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和作为他者的中世纪哲

学之间微妙的相互构建关系，真正将中世纪哲学研究建设成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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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哲学并不黑暗，然而，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却长期处于黑暗之中，被无知

和偏见的迷雾笼罩，以至于 “黑暗的中世纪”这一文艺复兴人文学者向壁虚构的迷
思长久左右着人们对这段时期哲学工作的想象。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世纪哲
学史研究已有长足进展，但在部分地驱散黑暗迷雾的同时，又不断地引入新的误读、

曲解甚至新的迷思。其中，哲学史家本人的思想立场，尤其是他们的现实哲学关怀
深刻地影响着他们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叙述。他们往往不加反思地将自己对哲学的

先行理解投射到历史之中，忽视中世纪历史语境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批
判性地考察文艺复兴以来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历史，无疑有助于更加审慎同时也更
加开放地构建我们汉语学界自己的西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作为研究者的 “我们”和作为研究对象的中世纪哲学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建构
的关系，需要在进入上述历史考察前略作澄清。在未经反思的意义上，“我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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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的是现代人，尤其是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当代中世纪哲学专业研究者。但是，从

历史的视角来看，现代或当下本身是一个随着历史演进而不断变化的概念，甚至１４
世纪的中世纪学者也会将他们同代人的唯名论主张称为 “现代路线”。自文艺复兴以

来，中世纪就常常被视为现代的历史参照物，而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就专指

中世纪以后的时代。作为现代人的 “我们”，也可以泛指这一时期的中世纪哲学史

家。这一通常被看作理所当然的常识对中世纪哲学史研究却有深刻的理论影响，决

定了中世纪哲学史方法论反思必须面对的基本难题。

首先，我们只能谈论我们或者说文艺复兴以来的历史研究者的中世纪哲学，而

无法谈论中世纪人自己的中世纪哲学。这并非某种历史相对主义的断言，认为对历

史文本的解释只是历史学家主观臆断的结果。而是由 “中世纪”这一历史概念本身

的历史所决定的。“中世纪”字面义为 “中间的时代”，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时代错

乱的概念。中世纪的人并不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中间的时代，介于古代和现代之间。

最早将中世纪作为历史概念使用的是１５世纪中叶的意大利人文学者，如莱昂纳多·

布鲁尼和弗拉维奥·比翁多。后者在 《罗马帝国衰亡以来的诸历史时期》一书中，

用中世纪来指４１０年哥特人洗劫罗马之后，到１４４２年意大利城市复兴之间的历

史。① 与此同时，整个人类文明史被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不同时期，而现

代往往被看作是漫长的黑暗时代之后古代文明的复兴。

严格来说，只有对我们现代人而言，中世纪的人才生活在中间的时代。 “中世

纪”这个概念，从它诞生的第一刻起，就同我们对于自己作为现代人的身份认同紧

密相关。中世纪首先在１５世纪人文主义者对现代生活的想象中被构造出来，一切被

视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要素都被归之于这个时代。他们所提出的古代—中世

纪—现代的历史分期已经预先断定在中世纪和现代生活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历史断

裂。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中世纪首先被看作一个截然相异的他者。中世纪哲学仿

佛远古的废墟遗址，早已从我们的思想生活中退场。

然而，正如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所言，“现代历史学家能够研究中世纪，能

够以他实际应用的方式研究中世纪，原因仅在于它没有死去。”② 我们只能研究仍然

活着的过去，即只有当我们作为现代研究者仍然可以像中世纪的人那样进行思考时，

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才能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在笔者看来，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向

我们暗示了我们和中世纪哲学的另一层关联：只要我们承认中世纪哲学能够被合法

地谈论，我们同时也就承认了中世纪哲学并未湮灭，而是仍然构成我们理性思考的

一种可能。换句话说，中世纪哲学并非绝对的他者，它同时也可以是我们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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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是作为现代研究者的 “我们”的身份认同，还是 “现代性”本身的实质内
涵，都是面向未来开放的概念，都需要在我们有意识的思想活动中实现，而哲学史研
究本身理当成为这种创造性活动的一部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为现代人的我们。

回到文艺复兴以来有关中世纪哲学的书写，我们将着重考察哲学史家作为现代
人的身份认同和他们的哲学史写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哲学史家如何将他们
对现代哲学的想象投射到对历史的读解中，另一方面是不断转换的书写范式如何构
建着 “我们”对现代性的想象。这既是为了更好地展示中世纪哲学曾经的污名由来，

也是为了更好地面对仍然在当下保持活力的中世纪遗产。限于篇幅，笔者将集中关
注哲学史家对中世纪哲学的整体理解，而很少涉及他们对具体人物、思潮和学说的
理解。本文也只能提到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或著作，相对突出这段漫长历
史的一头和一尾，即康德以前的哲学通史写作和晚近三十年的中世纪哲学专门研究。

前者涉及一段被学术界忽视和遗忘的早期哲学史书写的历史。被我们忽略的不仅是
他们曾有的洞见，同时还有他们的失败和迷思本应教给我们的教训。后者则是仍在
发生中的历史，其中有些研究趋势潜藏着重蹈早期哲学史书写覆辙的危险。

关于中世纪哲学的史学史考察，尤其是针对１９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哲学史方法论
的研究，学界已有深入的研究，但并未充分关注哲学史家的身份认同所带来的影响，

也缺少如此长时段的综述性研究，因此未能注意到晚近兴起的哲学史写作尤其是德
利贝拉 （Ａｌａｉｎ　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所主张的 “哲学考古学”同早期哲学史写作在方法论上
的历史延续。①

一、早期哲学通史：人文主义者的迷思

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加林 （Ｅ．Ｇａｒｉｎ）所见，中世纪的人无意于历史地讲述前人
的哲学思考，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学者则热衷于让沉默已久的古代世界重新发声。

哲学史，尤其是古代哲学史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人文主义者致力于让古典世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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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西方哲学史学史的一般研究，首推意大利帕多瓦学派的研究，其代表作为意大利
学者皮亚亚 （Ｇ．Ｐｉａｉａ）和圣蒂内罗 （Ｇ．Ｓａｎｔｉｎｅｌｌｏ）主编的七卷本巨著 《哲学通史的
历史》，该书至２０１５年已出版前三卷的英译本，题名改为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并在原著基础上补充了若干晚近文献，覆盖文艺复兴至康德时期的哲学
史写作，具体出版信息详后。其次是法国学者 Ｍａｒｔｉａｌ　Ｇｕéｒｏｕｌｔ的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ａｒｉｓ：Ａｕｂｉｅｒ，１９８４）。关于中世纪哲学史编纂的专门研究，
除了后面引述的论文，这里需要提到两部专著：Ｊｏｈｎ　Ｉｎｇｌｉｓ，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１９９８；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ｎｉｇ－Ｐｒａｌｏｎｇ，Ｍéｄｉéｖｉｓｍ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ｔ　ｒａｉｓ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ｅ：Ｄｅ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ａｙｌｅà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２０１６．它们尤其关注１９世纪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对于该时期哲学史写作范型变化之后的历史语境有一定的分析。



得新生的结果。① 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家很少专门关注中世纪哲学，更无深入的研究，

散见于通史中的论述通常只是映照出他们从不同视角力图斩断中世纪传统的决心。

１５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人文学者们专注于为包括中世纪在内的人类思想史中的不

同倾向提供一个统一的哲学图景。而这个哲学图景往往依赖于他们本人的哲学立场，

例如以斐奇诺为代表的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和皮科的调和主义。文艺复兴时期，对

于中世纪哲学史书写来说，更重要的是詹弗朗切斯科·皮科 （Ｇ．Ｐｉｃｏ）基于怀疑论

立场的哲学史考察。他认为哲学的历史是一部展示人类理性独立思考的历史。然而，

包括经院哲学家们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在内的哲学，都无法使人们获得任何有关自然

真理的确定认识，更无法使人接近作为真哲学的信仰。这种将哲学史等同于哲学谬

误史的批判性立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②

其后的宗教改革浪潮中，新教人文主义者，例如波伊策尔 （Ｃ．Ｐｅｕｃｅｒ）在协助

其岳父梅兰希顿完成的 《卡里昂编年史》中，同样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经院哲学，

并且将这种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哲学形态看作邪恶的理性主义对信仰领域的入

侵。③ 这种强烈的反天主教和反经院哲学的立场奠定了早期中世纪哲学历史书写强

烈的论战和护教色彩。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哲学史家对中世纪的批评并不在于它将

哲学视为神学的婢女，而在于这种大学讲坛上的经院论辩是理性的、太过理性的。

在人文主义者的推动下，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历史兴趣于１７世纪中叶渐成主流。

最早以哲学史为题的专著出自英国学者斯坦利 （Ｔ．Ｓｔａｎｌｅｙ）和荷兰学者霍恩 （Ｇ．

Ｈｏｒｎ），二者均出版于１６５５年。斯坦利的英文著作只涵盖了泰勒斯到斯多亚派的波

塞多尼乌斯的希腊哲学史，而霍恩的拉丁文哲学史则从 《圣经》中所记载的大洪水

前的古代思想一直写到文艺复兴。在寥寥８页的篇幅中，霍恩同时论及中世纪哲学

拉丁、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四个不同传统，并且强调１１世纪前哲学最重要的进展

出现在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的科学和人文研究同时促进了犹太思想

的繁荣。在他看来，阿伯拉尔之后拉丁世界经院哲学的发展，所成就的也不过是将

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使得教会的信条得以保存。④ 只有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时期，哲学才重新得以复兴。霍恩长期在莱顿、法兰克福和海德堡任教，他作为人

文主义者和新教神学家的身份使得他的哲学史书写方式极为纠结：一方面作为基督

·９３１·

文艺复兴以降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Ｐｉａｉａ　ａｎｄ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Ｓａｎｔｉｎｅｌｌｏ，ｅｄｓ．，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１９９３，ｐｐ．４－５．
参见Ｇ．Ｐｉａｉａ　ａｎｄ　Ｇ．Ｓａｎｔｉｎｅｌｌｏ，ｅｄｓ．，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

ｐｐ．１４－５１．
参见Ｇ．Ｐｉａｉａ　ａｎｄ　Ｇ．Ｓａｎｔｉｎｅｌｌｏ，ｅｄｓ．，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

ｐ．５２；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Ｋｎｉｇ－Ｐｒａｌｏｎｇ，Ｍéｄｉéｖｉｓｍ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ｅｔ　ｒａｉｓｏｎ　ｍｏｄｅｒｎｅ，ｐ．１８．
参见Ｇ．Ｐｉａｉａ　ａｎｄ　Ｇ．Ｓａｎｔｉｎｅｌｌｏ，ｅｄｓ．，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

ｐ．２５３．



徒的他认为基督信仰所启发的哲学不依赖于此前的异教哲学，因为它本身象征着真
正的智慧的复兴；另一方面，因为经院哲学同天主教信仰的紧密关联又使得他拒绝
承认中世纪哲学自身的贡献。因此，极为悖谬的是，基督教西方的哲学复兴最终又
同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希腊罗马思想的知识更新联系在一起。① 这部最早的哲学通史
集中地体现了当时深受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影响的历史学者的偏见。同一时期第一
部专门研究经院哲学的 《论经院博士》小册子也是如此，作者特里贝克夫 （Ａ．
Ｔｒｉｂｂｅｃｈｏｗ）认为经院哲学不过是教宗借以凌驾教会的理论工具，全然无视阿伯拉
尔、阿奎那等思想家同教会当局之间的复杂关系。② 这样的书写很大程度上不过是
借助历史材料重申自己的宗教立场，然而遗憾的是，这本小册子直到１８世纪中叶前
都是新教哲学史家谈论中世纪的主要来源。③

二、启蒙时期的批判哲学史

１７世纪是笛卡尔的世纪。如所周知，笛卡尔本人对研究过往哲学家缺乏兴趣。
他在 《方法谈》中曾声称：“如果我们不能对拿来讨论的问题作出合理的判断，那么
即使我们读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论证，我们也永远不会成为哲学家；这种
情况下我们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历史。”④ 有趣的是，笛卡尔对过往哲学家及其论证
的批判态度却对１７世纪后半叶哲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笛卡尔的哲学工作
使新时期的哲学史家更明确地意识到当代哲学同传统哲学的割裂，人文主义者所赞
颂的古典智慧如今也被归入旧哲学的范畴。哲学史家同时意识到哲学史编撰作为哲
学研究的一部分同样需要笛卡尔那样针对严格科学方法的反思，更重要的是，他们
可以 “以自由哲思的名义来批判 ‘哲学诸流派’”，这直接促成了１８世纪中叶以法国
哲学史家朗德朗 （Ａ．－Ｆ．Ｂｏｕｒｅａｕ－Ｄｅｓｌａｎｄｅｓ）和德国哲学史家布鲁克 （Ｊ．Ｊ．
Ｂｒｕｃｋｅｒ）为代表的批判哲学史的诞生。⑤

尽管朗德朗和布鲁克的哲学通史影响深远，但法、德两国批判史学理论的真正
奠基者分别是法国哲学家培尔 （Ｐ．Ｂａｙｌｅ）和德国学者霍伊曼 （Ｃ．Ａ．Ｈｅｕｍａｎ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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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尔并未写过哲学通史，但他的巨著 《历史与批判词典》包含大量哲学史词条和有

关哲学史的方法论反思。深受怀疑论思想影响的培尔同人文主义者詹弗朗切斯科·

皮科一样，认为哲学史是一部人类错误的历史。他编纂这部辞典的初衷就是为了不

计篇幅地汇聚其他辞典和其他书籍中的谬误。这些严格证实的历史谬误将教会人们

更加审慎地意识到理性自身的弱小和局限，进而懂得宽容不同的哲学和宗教派别。①

这种极端的批判立场使得培尔远离此前哲学史家的护教立场，拒绝通过掩盖或曲解

历史中的谬误来为当下的意识形态辩护。耐人寻味的是，培尔有关哲学家的词条却

不断地将过往的学说同当下的讨论联系起来，例如他认为斯宾诺莎有关上帝与世界

同一的学说可以追溯到古代，成为在哲学家谬误的历史中不断重现的一个主题。在

关于阿伯拉尔的长篇词条中，培尔就将阿伯拉尔的论敌香蒲的威廉看作中世纪的斯

宾诺莎主义者，因为他的共相实在论被看作是斯宾诺莎单一实体论的一个要素。与

此同时他又宣称阿伯拉尔自己也像斯宾诺莎那样说过上帝即万物，万物即上帝。②

培尔的批判立场和当下主义 （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ｓｍ）的哲学史书写方式都对随后启蒙派的哲

学史编撰影响深远，为他赢得了哲学史真正奠基人的名声。③

真正将早期启蒙派哲学史构想付诸实践的是法国学者德朗德，最早出版于１７３７
年的 《哲学批判史》也是第一部用法语写成的哲学史。德朗德清醒地意识到哲学定

义对于哲学史书写的重要性，因此拒绝给出一个对于哲学的一般定义，认为任何定

义都无法涵盖哲学史所涉及的不同类型的思辨形式。他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哲学并

非一门纯粹思辨的学问，只适用于吕克昂或 ［柏拉图的］学园。她会一点点地影响

习俗，以及我们的整个生活举止：她进入伟人们的书房，使他们更善于经营事务，

激发他们产生对共善的崇高热爱，并且成为他们情操的根基和源泉。”④

哲学史由此导向一部宽泛的文明的历史，人类精神的历史。因此，尽管德朗德

拒绝为哲学给出定义，但他对哲学的实践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强化无疑映射出当时启

蒙思想家的基本哲学图景，而前文提到的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厌弃也因此不难理

解。在他看来，经院哲学家未能正确地区分哲学和神学的界限，他们追随亚里士多

德的脚步，使得基督信仰变得荆棘丛生，而且严重依赖语词之辨。这样一种以思辨

为主要形态的哲学形态自然不合强调行动的启蒙学者之意。德朗德自信地断言，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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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中世纪哲学像莱布尼茨所说的那样底蕴丰厚，也不值得费时尽心去挖掘，因为得
不偿失。① 这种预判使得他所呈现出的中世纪哲学图景完全没有吸引力。

德语世界的批判哲学史写作以布鲁克１７３１年开始出版的 《哲学史简明问答》为
标杆，这部巨著最终篇幅达到了惊人的一万页，这是有史以来篇幅最长的哲学史。

随后，布鲁克还用拉丁文出版了六卷超过６０００页的 《哲学批判史》。布鲁克的长篇
巨制很快掩盖了包括德朗德在内的前代哲学史写作，随后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史
写作长篇摘录此书即是明证。② 对于布鲁克来说，一部批判的历史不仅要将文本批
判的技艺同历史的技艺结合起来，将其整合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对所
描述的历史对象进行重构，找到诸种学说的立足之本或存在理由。从这个意义来说，

哲学的批判史就是以哲学的方式书写的哲学史。③

这种将哲学史作为哲学的一个学科分支的想法实际上来自德国学者豪伊曼。豪伊
曼在其以一己之力创办的杂志 《哲人大事录》中强调，哲学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的对
象，而且是哲学史的根本属性和引导标准。他借此批判此前的哲学史家：“由此可以
明确推出，没有人可以在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时以正确的方式讨论和教授哲学史。这
种类型的历史仍然有很多缺陷，因为大多数写过哲学史的，例如福西厄斯、霍恩、斯
坦利等人，他们是语文学家而不是哲学家。然而，我们可以正确地区分 ‘有关哲学的
历史’和哲学化的历史。而真正的哲学史应当是哲学化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应当从
其根基来考察一切，既考察 ‘事实的真理’，也考察 ‘教条的真理’。”④

在豪伊曼看来，哲学追求智慧，使人得以幸福的智慧。但人获得的智慧并非都
是哲学化的，使哲学同其他人文学科区分开来的是它对原理和证据的使用。⑤ 豪伊
曼将那些不能满足其哲学定义的思辨活动都斥之为伪哲学，它们往往具有如下特征：

对琐碎的事情进行毫无意义的思辨；建立在某个人或者某个传统的权威之上；迷信。

根据这一标准，豪伊曼顺理成章地将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之上的经院学术和星象
术、手相术等一起归为虚荣无用的假哲学。不过，豪伊曼对中世纪哲学蒙昧原因的
解释更能揭示出他对历史中的哲学的预先理解：中世纪哲学的凋零不是因为它是神
学的婢女，而是因为它充当了错误的经院神学的婢女，或者说正是中世纪大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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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腐败导致了哲学的危机。因此，只有新教的宗教改革才能带领哲学走出衰落。正
如论者所见，豪伊曼有关伪哲学的谈论和对经院哲学的攻击与当时德国启蒙运动的
理性主义和反天主教精神吻合。①

在豪伊曼的精神后裔布鲁克的两部长篇巨制中，中世纪哲学的部分篇幅最长，

接近全书的五分之二。然而，同豪伊曼一样，布鲁克同样将中世纪哲学斥为 “伪哲
学”，并且将其原因归于混淆了理性和信仰，使哲学探索屈从于罗马教廷的神学诉
求。即使是阿奎那这样的人物也不过是以精微含混的论证进一步增强了经院哲学的
缺陷。他甚至指控阿奎那抄袭博韦的文森特 （Ｖｉｎｃｅｎｔ　ｏｆ　Ｂｅａｕｖａｉｓ）的 《道德之
镜》。② 在布鲁克看来，只有那些 “摆脱了教宗权力束缚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哲学家
并自由地运用理性”。③ 因此，虽然布鲁克第一次完整地重构了中世纪时期的哲学活
动，但他的批判史学并未让他超越新教人文主义者所开创的哲学史书写传统。④

１８世纪对中世纪哲学的全面审视和更正面的理解来自意大利人文学者博纳菲德
（Ａ．Ｂｕｏｎａｆｅｄｅ）和德国哲学史家蒂德曼 （Ｄ．Ｔｉｅｄｅｍａｎｎ）。与此前的哲学史家不同，

第一部意大利语哲学通史的作者博纳菲德是一个本笃会修士。他的思想颇为驳杂：

作为一个护教者，他是一个反启蒙人物；但他同时接受培根和洛克所引导的自然哲
学和经验主义立场，而且其哲学史著作在方法论上效仿朗德朗和布鲁克，因此他的
思想又有启蒙派的一面。博纳菲德的七卷本 《论哲学的历史与特性》出版于１７６６—

１７８１年间。它独创性地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划分出三个不同的发展路径：一条是起源
于聂斯托利派、裴拉基派等异端论争中滥用理性的倾向，它 “驱使理性超越自己的
限度，强迫哲学对神学实施暴政”，这尤其体现在阿伯拉尔及其弟子的论著中。另一
条路径则反对理性的滥用，他们通过深度阅读圣经和合理地使用理性来捍卫神学，

例如卡西奥多儒斯、安瑟尔谟的论著。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第三条路径。作为人文
学者，博纳菲德并不否认中世纪之后有哲学的复兴，但他拒绝将之归功于宗教改革，

而是追溯到中世纪那些敢于反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勇士，例如阿拉伯人、大阿尔弗
雷德、安瑟尔谟，甚至包括大阿尔伯特和阿奎那都被他看作对抗逍遥学派的伟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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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纳菲德对经院哲学的肯定和对亚里士多德的敌视使得他的哲学史写作处于一个尴
尬境地：作为深受近代经验主义影响的哲学家、自然哲学的爱好者，他拒斥经院哲
学的形而上学传统；但作为天主教修士，他在肯定近代哲学的贡献时回击新教学者。

德国学者蒂德曼六卷本 《思辨哲学精神》同样认为哲学史不应当像编年史那样
罗列史实，而要解释哲学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因果链条。尽管哲学史作为整体显得
充满无尽的谬误，但在历史的演进中却突出地显示出从经院哲学的黑暗到启蒙的进
步，即使在中世纪也有阿拉伯世界的繁荣和欧洲经院哲学废墟上的发展。①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蒂德曼虽然承认我们应当假定人的理性在不间断地进步，这一假定
使我们可以用有机的、统一的方式来理解哲学史，但它本身是一个哲学上的预设。

他强调，作为哲学史家的这种哲学预设不应当影响到他对过往哲学体系的分析，哲
学史家甚至应当避免对过往的哲学学说做出价值判断。这在他看来不是在做有关哲
学的历史，而是有关这一历史的哲学。换句话说，在同豪伊曼一样区分有关哲学的
历史和哲学化的哲学史时，蒂德曼站在了历史一侧，拒绝一种先天必然的历史。

在具体分析哲学的历程时，蒂德曼一方面通过细致的历史分期来标示人类理性
不间断的进步的历史步骤，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关注哲学的内在条件，关注哲学史内
部思想形态的主要变化，尤其是其内在的多样性。蒂德曼提醒我们在重构人类不断
进步的思想体系时，仍然要充分考虑每个哲学家自己的出发点，根据他自己的思考
次序来进行推演。在追寻历史进步的内在逻辑时，尤其不要走到极端，试图清除不
同体系中所包含的一切矛盾。

论及中世纪哲学时，蒂德曼区分其形式和质料。前者关系到哲学的基本方法论，

蒂德曼注意到经院哲学以清晰性去分析最为抽象的概念。他盛赞经院哲学辩证法细
致地考察所有问题的相关论点，提出可以设想的反驳，再通过预先确定的、对论证
均使用的法则来给出解决方案。当然，就其质料或实质内容而言，蒂德曼认为经院
哲学由于屈从于教宗制的等级权威，其所辩护的学说内容乏善可陈。不过，经院哲
学在形式上具有优点，使它得以成为近代哲学体系的出发点。②

蒂德曼对哲学史编纂方法的反思以及对中世纪哲学的考察饱含同代人少有的洞
见和冷静，而且其分析大都建立在对海量历史文献的直接阅读和分析之上。遗憾的
是，蒂德曼的工作在哲学史的历史上却影响甚微。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正是他
站在了康德批判哲学的对立面上，尤其拒绝像康德的后继者那样去构建唯心主义的
先天必然的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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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１９世纪上半叶中世纪研究的复兴

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冲

击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而且动摇了西方启蒙主义的思想根基，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特征是民族主义的兴起。革命之后的思想家们对民族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兴趣。在他们的集体想象中，中世纪文化迎来了复兴。这并不难理解：

正如论者所见，欧洲的民族语言大多诞生于中世纪，近代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轮廓也

在这一时期初现雏形。①

这股思潮同样影响到哲学史写作，人们不再只关心康德笔下身份不明的先验自

我，而是从各自所属的民族文化传统出发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审理哲学发展的历史

进程。这在当时的德语文化圈表现得尤为突出，德国浪漫派如弗雷德里希·施莱格

尔 （Ｆ．Ｓｃｈｌｅｇｅｌ）一反人文主义者和启蒙派对希腊罗马的推崇，坚称中世纪哲学高

于古代哲学。施莱格尔将中世纪哲学按照地域区分为法国 （尤其是巴黎）的经院哲

学和北方的神秘主义传统，在他看来，前者因为依赖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而沉溺

于外在的论证形式，而后者才真正揭示出富有灵性活力的隐蔽真理。他进一步断言，

经院哲学内的派别纷争是法国民族的特质，它同样体现在当时的百科全书派上；与

此相对，德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德语本身的原始性和纯粹性，则延续了神秘主义传统

对生命深层价值的追问传统。②

与德国浪漫派对神秘主义传统的偏爱遥相呼应，法国哲学家库赞 （Ｖｉｃｔｏｒ

Ｃｏｕｓｉｎ）则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发掘和整理出版阿伯拉尔的哲学文献，把他誉为 “现

代理性主义之父……将哲学批判应用于神学的第一人。”③ 在库赞看来，阿伯拉尔有

关共相这一理论哲学难题的反思不仅为中世纪经院哲学奠定了根基，同时也开创了

法国哲学以理性主义方式建构哲学理论的传统，而笛卡尔所代表的正是阿伯拉尔所

开创的这一哲学理性化进程的第二个关键步骤。库赞因此骄傲地宣称法国学人在中

世纪和近代先后两次为欧洲哲学奠基。④ 而在出版于１８５０年的两卷本 《论经院哲

学》中，奥雷欧 （Ｂａｒｔｈéｌｅｍｙ　Ｈａｕｒéａｕ）则直截了当地将神秘主义斥为非哲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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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赞一样，奥雷欧同样将共相问题作为中世纪的核心论题，这不仅将神秘主义者排
除在外，而且认为真正的经院哲学独立于神学，它可以被划分为唯名论和实在论两
大阵营。奥雷欧捍卫的唯名论阵营除了阿伯拉尔和奥康之外，还包括阿奎那、笛卡
尔、莱布尼茨乃至整个近代哲学，而费希特、谢林等德国唯心论者则和司各脱一样
归入了在本体论上难以捍卫的实在论。和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为自己的语言而自豪一
样，奥雷欧认为尽管经院哲学家不使用法语，但法语继承了经院拉丁简洁、精确的
特征，更适于逻辑缜密的表述，而不是神秘莫测的玄想。①

四、中世纪哲学史标准范式的建立

１９世纪上半叶的民族主义哲学史书写强调中世纪传统与近代哲学的内在延
续，而１９世纪中叶的中世纪哲学史范式则重新突出了二者之间的断裂，只不过其
目的从抛弃经院传统变成了抵抗近代哲学。这种新的历史书写范式来自德国新经
院学派，他们一方面反对法国史学传统对理性主义的推崇，另一方面也不接受德
国浪漫派对神秘主义的迷恋。他们希望通过重新解释中世纪哲学来为当代天主教
信仰奠定理性根基，以一种新的知识理论来调和理性和启示之间的张力，以此对
抗近代哲学尤其是怀疑论对传统信仰的冲击。正如美国学者英格利斯 （Ｊｏｈｎ
Ｉｎｇｌｉｓ）的研究所见，德国学者克洛伊特根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ｌｅｕｔｇｅｎ）和斯托克尔 （Ａｌｂｅｒｔ
Ｓｔｃｋｌ）为此构建的研究框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中世纪哲学研究传统，它成为今
后近百年中世纪哲学书写的标准范式，也是今天大部分人对中世纪哲学日常印象
的主要来源。②

克洛伊特根谈论中世纪哲学的专著有一个特别的标题：《前近代哲学》。他很
早就深信只有启蒙以前的哲学，才能帮助我们超越时代的局限，尤其是康德和谢
林等将哲学与天启二分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③ 与之前的哲学史写作不同，《前近
代哲学》突出知识论在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奠基性地位，强调如何调和天启和理性这
两种认知通道是中世纪哲学的根本任务。阿奎那代表着中世纪哲学的巅峰，正是因
为他凭借其实在论立场实现了上述认识论使命，同时为对抗现代哲学所包含的主观
主义和怀疑论危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相应地，奥康对阿奎那实在论的批评及
其唯名论立场并不像他的法国同行所认为的那样，意味着哲学的重生通往现代哲学
的新开端，而是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精神的衰落。非常有趣的是，克洛伊特根在其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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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写作中避免使用单数第一人称的 “我”，而总是使用复数的 “我们”，以此和笛卡

尔、康德认识论传统的 “我思”划清界限，强调作为认知主体的不是个别主体，而

是具有同样认知能力的 “我们”。然而，对于作为中世纪哲学史书写者的克洛伊特根

来说，这里的 “我们”显然指的是和他一样接受托马斯主义实在论的新经院学者。

克洛伊特根建立了以理性和信仰之争为核心论题，以阿奎那认识论为核心的中

世纪哲学新范式，但真正将其付诸实践，完成第一部真正意义的中世纪哲学通史的

则是斯托克尔的三卷本 《中世纪哲学史》。① 在这部接近两千三百页的巨著中，斯托

克尔不仅详细地考察了从伊西多尔 （Ｉｓｉｄｏｒｅ　ｏｆ　Ｓｅｖｉｌｌｅ）到杨森派 （Ｊａｎｓｅｎｉｓｔｓ）之间

众多拉丁哲学家思想学说的历史演变，而且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了犹太和伊斯兰哲

学。不过，在斯托克尔看来，整个中世纪拉丁哲学的目的是将希腊哲学从异教徒中

解救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经院哲学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去驳斥伊斯兰

评注家的错误解读。

克洛伊特根和斯托克尔的哲学史模型得以影响其身后百年的哲学史写作，无疑

要归功于中世纪哲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事件：１８７９年教宗利奥十三世颁布 《永

恒之父》通谕。该通谕的副题 “在天主教学校中根据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的

精神恢复基督教哲学”清楚地表明了天主教教会复归中世纪哲学尤其是托马斯主义

以对抗现代哲学的立场。克洛伊特根在通谕发布前一年被利奥十三世召至罗马，并

且很可能参与了该通谕初稿的撰写，他和斯托克尔的哲学史主张也得以借助通谕在

全欧发生影响。②

篇幅所限，我们将重点论述比利时学者德伍尔夫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Ｗｕｌｆ）和法国学

者热尔松 （ｔｉｅｎｎｅ　Ｇｉｌｓｏｎ）在 《永恒之父》通谕影响下的工作。德伍尔夫就读并长

期任教于比利时鲁汶天主教大学哲学研究所。而该研究所本身就是德伍尔夫的导师

梅西耶 （ＤéｓｉｒéＭｅｒｃｉｅｒ）为推进托马斯主义哲学的研究而于１８８９年专门创立的。③

德伍尔夫的 《中世纪哲学史》初版于１９００年，在半个世纪中经６次再版，成为２０世

纪上半叶最重要的中世纪哲学通史。正如德伍尔夫的亲炙弟子施滕贝根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Ｖａｎ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ｎ）所言，德伍尔夫投身哲学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对托马斯主义的复兴有

所贡献：他从其职业生涯的一开始就坚信 “长青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ｐｅｒｅｎｎｉｓ）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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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比利时学者德伍尔夫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Ｗｕｌｆ）才第一次以哲学通史的方式展示了
中世纪哲学的内在融贯性，但英格里斯的专门研究已经给出了有力的反驳，参见Ｊｏｈｎ
Ｉｎｇｌｉｓ，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ｐ．１０－１１．
参见Ｊｏｈｎ　Ｉｎｇｌｉｓ，Ｓｐｈｅｒｅ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ｐ．１５５－１５７．
Ｌｏｕｉｓ　Ｄｅ　Ｒａｅｙｍａｅｋｅｒ，Ｌ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
Ｌｏｕｖａｉｎ，＂Ｒｅｖｕ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ｏｕｖａｉｎ，ｖｏｌ．４９，ｎｏ．２４，１９５１，ｐｐ．５２７－５３３．



念，认为对心灵之外世界的忠实解释始终存在于人类探索世界的哲学活动中，它首先
在亚里士多德手中达到顶峰，随后在１３世纪，尤其是阿奎那的著作中达到一个新的
高峰，而 《永恒之父》通谕带来的托马斯主义复兴则让当代世界得以重返这一哲学传
统。① 虽然同样以阿奎那为中心重构中世纪哲学传统，但与此前克洛伊特根强调中
世纪哲学调和理性和信仰不同，德伍尔夫始终认为中世纪的经院学者和现代哲学家
一样，他们需要完成的是对实在的理性和系统化的理解，它并不依赖神学学说，同
时也不依赖天启这一认知通道。② 简而言之，德伍尔夫强调中世纪存在着独立于神
学的、具有学科自主性的纯粹哲学，这将他同其他天主教背景的哲学史家区别开来。

他甚至质疑上述通谕中 “基督教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ｎａ）的提法：“这也就
是为什么不存在天主教哲学，正如不存在天主教科学一样。”③

德伍尔夫的上述主张无疑同他自己对长青哲学的理解有关，但也同他所在的研
究机构的特殊身份有关。当时的鲁汶大学是天主教世界学科体系最为完备的大学，

它从中世纪就开始教授哲学，于１８８９年独立的哲学研究所则从一开始就力图同古老
的、侍奉神学的哲学教育划清界限。在其最初的教学计划中，数学、自然科学以及
自然哲学占据核心地位。④ 梅西耶和他的弟子德伍尔夫试图重建的托马斯主义首先
是能够面对现代科学最新进展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这所天主教大学中的世
俗哲学。而德伍尔夫和后来的鲁汶哲学史家也更关注中世纪神学院之外的哲学研究，

例如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翻译和评注、人文学院教师布拉班的西格尔及中世纪阿
威罗伊主义传统等论题。⑤

与德伍尔夫不同，法国学者热尔松虽然在世俗化的索邦大学接受的哲学训练，

但却以他所倡导的基督教哲学概念而闻名。在他看来，基督信仰以启示的方式为早
期教父和经院学者的理性探索提供了非理性的思想来源，而且成为 “理性不可或缺
的助力”，这变革了他们的基本世界观和哲学反思方式，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成为
他们的思想内核和根本动力，经院哲学家必须去面对希腊哲学日程中不曾包括的理
论难题，特别是对于 “存在”或 “是”的形而上学反思，这最终奠定了中世纪以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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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Ｖａｎ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ｎ，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Ｗｕｌｆ（１８６７－１９４７），＂ｉｎ　Ｈｅｌｅｎ　Ｄａｍｉｃｏ，ｅｄ．，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ｖｏｌ．３，ｐ．４７．
参见Ｔｉｍｏｔｈｙ　Ｎｏｏｎｅ，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ｉｎ　Ｂｒｉａｎ　Ｓｈａｎｌｅｙ，ｅｄ．，Ｏｎｅ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１６－１１７．
参见Ｆ．Ｖａｎ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ｈｅｎ，Ｍａｕｒｉｃｅ　ｄｅ　Ｗｕｌｆ（１８６７－１９４７），＂ｐ．４７．
Ｌ．Ｄｅ　Ｒａｅｙｍａｅｋｅｒ，Ｌ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ｄｅ　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ｓｕｐéｒｉｅｕｒ　ｄ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ｐ．５３８．
参见吴天岳： 《分析的历史与历史的分析———近３０年西方古代与中世纪哲学研究综
述》，《世界哲学》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奎那为代表的自然神学家们独特的哲学贡献。① 因此，中世纪哲学史的使命不在于
像库赞和奥雷欧那样将论证和信仰相剥离，揭示基督教神学中所隐藏的理性因素，

也不在于像鲁汶哲学史家那样去探寻学科独立的哲学实践，而是要展现天启信仰
如何成为哲学论证的有机要素以开创新的哲学形式。相对于此前克洛伊特根等相
对含混的调和说而言，热尔松的基督教哲学理论无疑是更有趣的推衍。但这一概
念自一提出就饱受争议，而且越来越成为人们以历史的方式审视中世纪哲学的障
碍。② 法国哲学史家维尼奥 （Ｐａｕｌ　Ｖｉｇｎａｕｘ）曾经尖锐地指出，尽管热尔松强调他
的主张依据对中世纪哲学的历史考察，但其所表达的实为一种 “历史神学”概念，

并将其强加于哲学史之上。③ 这一批评显然也适用于１９世纪以来经院哲学复兴背景
下的其他哲学史家，以阿奎那为中心的哲学史观让其历史叙述呈现出目的论和决定论
的色彩，更重要地是整个中世纪哲学的形态也因此显得单一而贫乏。

五、中世纪哲学研究的当代复兴：分析学派与哲学考古学

新经院哲学之后，另一批教育背景和理念完全不同的哲学史家重新发现了中世
纪哲学。１９８２年 《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的出版如同模板一般，标志着一种新的
中世纪哲学史研究路向在英语世界的成形。④ 在英美哲学界，中世纪哲学长期以来
被拒之于以分析哲学为主导的主流哲学之外。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安斯康姆 （Ｅ．
Ａｎｓｃｏｍｂｅ）、吉奇 （Ｐ．Ｇｅａｃｈ）、肯尼 （Ａ．Ｋｅｎｎｙ）等哲学家才首次向分析哲学读
者群揭示出亚里士多德—托马斯哲学论证的力量。与此同时，伯纳 （Ｐ．Ｂｏｅｈｎ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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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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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关于热尔松的 “基督教哲学”概念，参见 ｔｉｅｎｎｅ　Ｇｉｌｓｏｎ，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ｃｒｉｂｎｅｒｓ　Ｓｏｎｓ，１９３６，ｐ．３７．中译文参见吉尔松：
《中世纪哲学精神》，沈清松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８年，第４６页。该译本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一词译作 “天主教哲学”。鉴于该概念本义如此，而且热尔松在
《基督教与哲学》等著作中将该概念拓展到改革宗，故本文仍用 “基督教哲学”一词。
关于这一论争，参见 Ｇｒｅｇ　Ｓａｄｌｅｒ，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Ｆｒｅｎｃｈ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该作者在 《互联网哲学百科全书》上提供
了一个精简的概述，参见 Ｇｒｅｇ　Ｓａｄｌ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Ｆｒｅｎｃｈ
Ｄｅｂａｔ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ＳＳＮ　２１６１－００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
ｉｅｐ．ｕｔｍ．ｅｄｕ／，３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６．
参见 Ｐａｕｌ　Ｖｉｇｎａｕ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Ｃｈｒéｔｉｅｎｎｅ　ｅｔ　ｔｈéｏｌｏｇｉｅ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　Ｓａｉｎｔ
ＡｎｓｅｌｍｅàＬｕｔｈｅｒ，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１９７６，ｐｐ．５５－６７．
Ｎｏｒｍａｎ　Ｋｒｅｔｚ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ｔｅｒ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ｉｓｍ，１１００－１６０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



波亨斯基 （Ｉ．Ｍ．Ｂｏｃｈｅｎｓｋｉ）和涅尔夫妇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Ｋｎｅａ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ｈａ　Ｋｎｅａｌｅ）在
其逻辑史研究中，纠正了长期以来忽视斯多亚派之后近代以前逻辑发展的偏见，充
分地展示出中世纪逻辑在论证上的丰富性和原创性。受此鼓舞，克雷茨曼 （Ｎ．
Ｋｒｅｔｚｍａｎｎ）在为 《剑桥中世纪晚期哲学史》所作的导论中宣称，他们将致力于使
中世纪哲学的高度成就在当代 （分析）哲学的语境中重生，使当代哲学的活动在理
智上成为中世纪哲学的延续，如同它承继了古代哲学一样。① 这一分析的研究趋向
额外关注中世纪哲学在语义学和逻辑上的进展，以及这些新成就在更广阔的论域如
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心灵哲学的应用。与之相应，阿奎那哲学在中世纪
的核心地位也为之撼动，而奥康及其年轻的同代人布里丹的逻辑学成就则被视为中
世纪哲学成就的顶峰。

就其研究领域和反思深度而言，分析学派的中世纪哲学研究无疑比传统以信仰
和理性为核心论题的历史书写框架有了巨大的突破。但与此同时，分析学派的研究
难免急于将当代哲学所关心的命题直接读入中世纪历史文本中，很少考虑其具体历
史语境，以及中世纪哲学家的相关概念在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含义。与此同时，分
析哲学早期相对狭隘的哲学视野也使得其哲学史研究忽视了很多传统的哲学话题，

例如对上帝的神圣属性的理性反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研究进路的中世纪哲
学图景也是单一而贫乏的，它使得经院哲学家的哲学实践与当代学院哲学家的哲学
写作高度同质化，抹去了哲学史研究对象相对于我们而言的丰富性。这是从文艺复
兴开始的批判哲学史以及哲学化的哲学史写作共同的风险。

当然，英语世界分析哲学研究视野的拓宽，例如形而上学的复兴，伦理学和心
灵哲学的繁盛都间接地推动着英语世界中世纪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同时，当代哲
学史家如马仁邦 （Ｊ．Ｍａｒｅｎｂｏｎ）、帕斯瑙 （Ｒ．Ｐａｓｎａｕ）等关注从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来重新思考中世纪哲学的历史语境和具体演进，以此平衡分析的路向所带来的非历
史化倾向。② 不过，最能体现上述多样性的中世纪哲学研究，首推我们开篇提到的
法国学者德利贝拉的工作。而隐藏在德利贝拉极富抱负的中世纪哲学研究计划之后
的也正是未被充分重视的哲学化历史书写的迷思。

德利贝拉于１９９３年出版的 《中世纪哲学》是最早平等地考察中世纪拜占庭、伊
斯兰、犹太和拉丁四个哲学传统的著作，奠定了晚近２０年的所谓多文化主义研究进
路。同时，他所关注的论题既有新经院传统视为基督教哲学核心的信仰与理性问题，

法国理性主义传统关注的共相问题，也包括德国浪漫派所热衷的经院之外的莱茵神
秘主义传统。当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他于２００７年开始的篇幅浩瀚的 “主体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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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历史与哲学导论》，吴天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４—５页；Ｒｏｂｅｒｔ　Ｐａｓｎａｕ，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ｍｅｓ　１２７４－１６７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



研究，考察主体 （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这一概念如何从亚里士多德式的性质基体演化为近代
的知识和行动的主体，它横跨中世纪和近代哲学，贯通本体论、心灵哲学、认识论、

行动哲学等研究领域。①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３日，德利贝拉就任法兰西学院中世纪哲学史教席，发表就职演
讲 《中世纪哲学往何处去》。② 该教席最早于１９３２年为热尔松所设，但自热尔松１９５０
年远赴多伦多宗座中世纪研究所之后，③ 作为中世纪哲学研究重镇的法国，其最高学
府的中世纪哲学史讲席空缺长达６４年。德利贝拉的就职演讲标志着中世纪哲学研究
重返法语人文学术的中心。④ 德利贝拉在其演讲中邀请听众去反思 “什么是我们的中
世纪哲学”。对于中世纪哲学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他给出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回答：
“没有人可以不通过做中世纪哲学来做中世纪哲学史。”隐藏于其后的是我们业已谙熟
的信念：哲学史的研究同时是或者首先是哲学研究。我们应该将什么归入哲学史的范
畴，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哲学。德利贝拉进一步将自己的研究路径称为 “哲学考古
学”。同福柯一样，他将这种方法追溯到康德，认为这是一种真正能够进行哲思的哲
学史，它所研究的历史对象，用福柯的话说，“使某种特定的思想形式成为必然。”⑤

具体来说，德利贝拉认为中世纪哲学史家要承担三重使命：一是编辑包含着历史问答
结构的哲学文本，二是翻译，三是概念分析。其中关于第三点，他强调要结合大陆哲
学和分析哲学的两种不同的哲思方式，即哲学评注和论证分析相结合。同时，我们还
应当关注概念和论证结构在历史中自我转化的历史，要通过类似考古的方式来展示不
同层级的历史堆积。德利贝拉的研究无论在所涉猎的地理范围、论题领域上前所未有
地宽广，而他的方法论看起来也力图在哲学历史书写中的理论重构和历史叙事之间寻
求平衡，无疑值得我们———汉语世界的哲学史研究者一一借鉴。然而，我们必须要保
持警醒的是，德利贝拉并未对来自康德的 “哲学考古学”本身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康德坚信对于哲学的历史实践的批判性反思是哲学的一个必要构成要素。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他强调，我们只能从历史上已经存在的哲学尝试来学会哲
思。他进一步断定，只有当我们对历史进程中的理性活动进行明确的、系统化的、

非经验性的反思，先验哲学体系才能得以完整。⑥ 然而，先验哲学力图揭示的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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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经验的先天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对于人类哲学活动的纯粹经验描述显然难以满
足这一目的。康德在 《莱布尼茨和伍尔夫之后德国形而上学的真正进展》一文中明
确地区分对哲学的单纯历史展示和哲学化的哲学史，前者是对于历史上的哲学尝试
作纯粹经验性的描述，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理性重构的方式，来揭示历史发展的先天
必然性。康德进一步将理性对历史叙事的重构称之为 “哲学考古学”，其目的在于揭
示哲学历史实践的内在目的。① 康德式的哲学化哲学史带有强烈的目的论特征，认
为过往的哲思的唯一价值在于为当下的理性思考铺平道路。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我
们恐怕很难避免时代错乱的危险，这在我们对康德以前以及康德之后中世纪哲学的
历史书写的粗略考察中已经彰显无疑。

当然，德利贝拉并未停留于简单地重复康德粗略的哲学史方法论反思，真正帮
助他确定具体研究策略的是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其要点有二：一是抛弃存在长青
的哲学问题的观念，而代之以因时而异的、彼此相异的问答复合体。每个时代面对
的是不同的理论问题，它给出的回答也体现着时代自身的特征。二是接受构建性的
重演方法。一切历史都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而通达过去的思想的唯一方式
就是像过去的人一样思考，或者说将之重演。② 重演过往的哲学思考本身就是哲思
的一种方式，这也就解释了德利贝拉所说的以做中世纪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中世纪哲
学史。

然而，在笔者看来，柯林伍德式的史学潜藏着历史相对主义的危险。③ 如果一
切有关过往思想的讲述都是重演，我们如何断定种种重演之间的优劣？或许我们可
以诉诸作为重演对象的历史各阶段所特有的问答结构作为标准。然而，这些问答结
构显现自身的唯一场所是我们的重演，这在哲学史中尤其如此，作为历史研究对象
的哲学问答无法作为现成的经验对象向我们显现。这里有一个解释学的循环需要我
们面对：历史问答只能在我们的重演中得以显现，而我们重演得以合法化的唯一依
据是恰当地再现历史问答结构。如果不能恰当地进入这一解释学循环，那么，我们
所重演的就不是历史的问答结构，而只是重复我们自身固有的问答结构。这是伪装
成历史研究的自我复制，而不是能够推进我们自身哲思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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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德利贝拉的 “哲学考古学”仍缺少对作为哲学史书写者的 “我们”

的反思。在他宏大的 “主体考古学”中，他明确表明自己是沿着福柯和海德格尔的

路径，在对近代哲学的认知和行动主体概念的批判背景下展开自己的历史追问。①

德利贝拉的研究力图证明，在主体 （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这个概念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不能

谓述它物也不在它物之中的基体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ｕｍ）转换为笛卡尔以来的思考及有意识

活动的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的过程中，中世纪哲学家如阿威罗伊、阿奎那、布拉班的西

格尔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德利贝拉虽然不接受主体作为行动者的概念是近代的

产物这一传统论断，但他并不质疑这种意义上的主体是一个需要被发明和构造的概

念这一海德格尔—福柯式的预设。例如，他和海德格尔一样赞同法国哲学家博弗雷
（Ｊｅａｎ　Ｂｅａｕｆｒｅｔ）的断言：“希腊思想忽略了主体。”③ 他指的是希腊人并不认为人的
本质在于成为其认知表象和有意识活动的主体或其主人。

作为海德格尔和福柯后继者的德利贝拉或许并不认为这是对希腊思想的贬低。

然而，这种居高临下的断言对于理解希腊思想来说却可能是灾难性的：它使得希腊

人有关自我认识、行动主体性、道德责任等一系列问题的反思对我们这些未必接受

福柯或其他后现代派立场的研究者而言变得原始而陌生，因为他们看起来缺乏必要

的主体概念。这种自以为是的理解古代思想的方式已经遭到严厉的批判，④ 而对我

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如果希腊思想并不像现代派和后现代派不加反思地所认为的那样

缺乏有关认知和行动主体的哲学理解，那么，所谓近代或中世纪对主体的发现这个命

题就很可能只是近代哲学史家的迷思，因为，被发现或被构造的可能只是ｓｕｂｉｅｃｔｕｍ
这个术语，而不是与之相关的哲学思考。当然，我们需要另一个场合来进一步展开这

里有关主体历史的思考，但可以提到的是，有关主体被发现的迷思一方面使得德利贝

拉忽视古代传统，另一方面也诱使他在解释中世纪哲学家如阿奎那的相关工作时，自

觉或不自觉地在一种历史目的论框架下，将它解释为对莱布尼茨等近代理论的预示，

而不能充分展示中世纪思想本身对主体、个体、自我思考的丰富性和内在融贯性。⑤

结　　论

文艺复兴以来哲学史家处理中世纪哲学的经验提醒我们，一种不能充分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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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哲学历史形态的丰富性的哲学史写作是失败的，因为它耽溺于肤浅的自我复制

或自我放大之中。而这种危险直接来自对于我们作为写作者身份的盲目。我们看

到这五百年来的哲学史家，包括蒂德曼、德伍尔夫、德利贝拉这样冷静的研究者

在内，都明显地受制于自己的立场，无论他们是人文主义者还是教士、是新教学

者还是天主教学者，是启蒙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浪漫主义者，是分析哲学派

还是大陆哲学派。

哲学史作为哲学的一种形态，它最终指向的是自我理解，不过，哲学史同时也

是历史，因此哲学史为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不同于纯粹理论反思的自我理解。哲学史

的历史维度本身的意义，或许正在于通过历史中的他者向我们彰显当下遮蔽着的自

我维度。而要揭开自我的这一面，进入更有效的自我对话或自我发现，我们需要保

持开放，也需要保持警醒，避免已有的理论构想左右我们的挖掘和重构工作。以上

所尝试的有关哲学史的次级历史的考察，对于有关中世纪哲学诸种迷思的展示，或

许正是一种保持警醒的有效方式。当然，对于我们这些汉语学界的研究者而言，本

文所展示的西方学界数百年来的中世纪哲学史书写都可以称之为 “他们”的中世纪

哲学。

过去数十年间，汉语学界的中世纪哲学史专业研究从无到有，稳步发展，呈现

出自己的特色。在综合性研究中，赵敦华的 《基督教哲学１５００年》影响深远，它详

尽地考察了教父和拉丁中世纪哲学的传承与发展。该书虽然沿用 《永恒之父》通谕

中 “基督教哲学”的提法，但在一个更长的时段中考察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演进，

突出了中世纪哲学与古代晚期思想的连续性。① 而赵敦华和已故的傅乐安先生主编

的 《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中世纪哲学》，则是汉语译介中世纪哲学文献的一个里

程碑。② 该书虽是译著文选，但特色鲜明。它同样突出教父哲学对于中世纪哲学尤

其是拉丁传统的哲学的奠基作用。同时在以拉丁世界经院哲学为主体的前提下，强

调了中世纪阿拉伯和犹太哲学的贡献，其中既有阿维森纳这样的形而上学家，阿维

洛伊这样的理性主义者，也有安萨里这样的宗教思想家。这无疑突破了新经院学派

等将中世纪哲学等同于基督教哲学的局限，不再将阿拉伯哲学单纯作为希腊古典传

统的中介和经院哲学发展的背景。与此同时，这套文选所涉及的哲学内容，既触及

分析学派所关注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心灵哲学、伦理学等领域，同时也接纳德

法学派所强调的经院外哲学传统，如埃克哈特大师的神秘主义著作。这些都和当下

西方世界的流行文选有所区别。在这样的全面研究之外，还有许多针对具体哲学家

和哲学文本的专门研究，在此无法一一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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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汉语学界的中世纪哲学研究仍处于初始阶段，其局限和不足也十分
明显：目前的研究视野仍然深受中世纪哲学史标准范式的影响，过于强调宗教哲学
和理性与信仰之争，研究的对象高度集中在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等少数哲学家身上；

更重要的是欠缺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也缺少与当代哲学研究的互动，自然还没能
清醒地意识到本文所考察的哲学史家的现代身份与其历史书写之间的张力。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当我们作为汉语世界的研究者，试图通过哲学史考察来理解和想象
我们自己的哲学时，我们理应以一种审慎同时开放的态度去面对中世纪哲学的思想
遗产。

然而，要彻底走出以上论及的种种迷思，重构一种恰当地开掘中世纪思想资源
的方式，非本文所能承载，它需要一部崭新的中世纪哲学史著作来作为答卷。以上
的史学史考察至少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部未来的哲学史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它一
方面应当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对海量历史文献的直接阅读和全面分析之上，致力于
在具体的语境中呈现中世纪不同哲学传统的丰富性和 “叛逆的多样性”，尤其要关注
长期被忽视的中世纪阿拉伯、犹太和拜占庭传统；另一方面，在从当代哲学视角审
视历史文本时，要更自觉地意识到不同哲学传统视域的差异，悉心维护丰富的中世
纪哲学传统作为他者对于我们的自我理解和哲学探索的意义，真正将中世纪哲学研
究建设成富有成效的思想对话，而不是研究者的理论独白。既要拒斥对史料的简单
罗列和排比，更要警惕对历史概念和论证时代错乱的肢解。这一切有赖于我们对历
史材料的充分占有和对自身解释立场的高度自觉，重建一种以历史为依据的当代哲
学演绎。我们并非要放弃关注当下哲学问题的哲学史研究，或者说本文一再论及的
哲学化的哲学史研究，而是要更加清醒地反思哲学史在什么意义上既是哲学也是历
史，更深刻地理解中世纪哲学既是与我们相异的他者，也是我们哲学思考的一部分。

汉语世界的学者作为这个领域的后来者和外来者，在接受严格的历史和哲学训
练之后，理应更好地摆脱西方种种迷思中的门派纷争和身份焦虑，驱散长期笼罩在
中世纪哲学史研究之上的层层黑暗，帮助当代哲学界更加理性地面对中世纪哲学的
丰厚思想遗产，而不是再造新的迷思。

〔责任编辑：莫　斌　责任编审：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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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以降的中世纪哲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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